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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内战前女性公共演说
———以女性废奴社团为中心的考察

鲁 迪 秋

［摘　要］随着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废奴运动在美国兴起，１８３３年１０月，波士顿出现首个白人女性废奴社

团。此后至内战前夕，美国出现大量类似的女性废奴社团。这些社团在为女性提供公共演说的机会和训

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女性废奴社团支持、鼓励女性就废奴主题发表公共演说。格里姆克姐妹是

女性废奴演说者的典范，她们的演说事业体现出女性运用公共演说来推动社会改革的过程与意义。另一

方面，美国女性废奴社团三次召集全国性女性反奴隶制会议。这些会议让女性得以在家庭之外的公共场

合就奴隶制问题发表见解，也进一步暴露出女性群体内部以及公众对待女性发表公共演说的不同态度。

公共演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表达方式，具有浓厚的政治性质和明显的性别界限。不同于女性在印刷文化

中的活跃表现，女性发表公共演说遭遇更强劲的阻力。所以，女性废奴社团为女性提供了公共演说的重要

平台与必要支持，促使女性成为推动废奴运动发展的积极力量，拓宽了女性公共参与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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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改革者和女性主义者阿梅莉亚·布卢默（Ａｍｅｌｉａ　Ｂｌｏｏｍｅｒ）在自述中曾说，１８５３年２月她们
受邀在纽约市公开发表演说，有幸成为第一批面向纽约听众公开发表演说的女性。她回忆道：“那是
妇女运动的初期，在贵格会礼拜堂外，女性公开演说还是一件新鲜事。”①然而，她忘记了１９世纪３０
年代在新英格兰为废奴事业从事巡回演说的格里姆克姐妹。内战前，美国女性废奴社团②深知公共
演说的效用。“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Ｂｏｓｔ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第八次年度报告
中提出：“自由演说是我们最有效的方法。”③后世历史学家也指出，由女性演说者向男女混合观众就
政治问题发表演说，是女性废奴主义者最重要的策略创新④。在废奴运动中，美国女性开始充分利用
公共演说来影响公众意见，既推动废奴事业的发展，也深化了女性的公共参与。

美国学界关于女性废奴社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已有研究经历了从社会史向文化史、从妇女

·７６·

①

②

③

④

Ｄ．Ｃ．布卢默：《阿梅莉亚·布卢默的生平与作品》（Ｄ．Ｃ．Ｂｌｏｏｍｅｒ，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ｍｅｌｉａ　Ｂｌｏｏｍｅｒ），波士顿：阿里纳出
版公司１８９５年版，第９８～９９页。

美国学者一般对“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与“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不作明确区分。不过，也有学者为两个概念划分界限，以“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指代渐进解
放的主张，以“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指代要求立即、无条件解放的主张。尽管如此，他们在研究中都沿用这些社团本来的称呼［参见约
翰·松井：“事与愿违：全国反奴隶制运动的形成（１８３６—１８３８）”（Ｊｏｈｎ　Ｍａｔｓｕｉ，“Ｋｉｎｄｌｉｎｇ　Ｂａｃｋｆｉｒｅ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８３６—１８３８”），《奴隶制与废奴》（Ｓｌａｖｅｒｙ　＆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第３４卷第３期（２０１３年），第４６６页；杜华：
《废奴运动与内战前美国民主政治的演化（１８３０—１８５０）》（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２０１５年，第３～４页］。本文按照字面意
思翻译，将“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译为“反奴隶制”，将“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译为“废奴”，对二者不作意义上的区分。
《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第八次年度报告（１８４１年１０月１３日提交）》（Ｅｉｇｈ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ｔｉ－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１８４１），波士顿：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１８４１年版，第２２页。
琼·费根·耶林、约翰·Ｃ．范霍恩编：《废奴主义姐妹情谊：美国内战前的女性政治文化》（Ｊｅａｎ　Ｆａｇａｎ　Ｙｅｌｌｉ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Ｃ．Ｖａｎ
Ｈｏｒｎｅ，ｅｄｓ．，Ｔｈｅ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ｉｓｔ　Ｓｉｓｔｅｒｈｏｏｄ：Ｗｏｍｅ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ｎｔｅｂｅｌｌ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伊萨克：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３页。



史向性别史的转变，并且逐渐摆脱从女性废奴社团的历史寻找妇女权利运动根源的叙事模式①。不
过，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女性废奴社团如何帮助女性获取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聚焦于选举权和请愿，
忽视了女性的其他权益与活动，因而未能给予女性废奴主义者的公共演说以足够的关注。也有学者
关注到这些女性废奴演说者，但其着眼点在于她们的宗教信仰，所以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
究②。国内学界较少关注这一问题。

女性废奴社团为美国女性提供了哪些公共演说的渠道？女性废奴主义者的公共演说为何引发社
会争议？公共演说对女性来说具有哪些特殊意义？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兴起较早且
较为成熟的美国东部地区女性废奴社团为例，分析女性废奴演说者的经历与影响，探讨女性公共演说
对美国废奴运动及女性公共参与的意义。

一　格里姆克姐妹与女性公共演说的实践

出身于南卡罗来纳州奴隶主家庭的萨拉·Ｍ．格里姆克（Ｓａｒａｈ　Ｍ．Ｇｒｉｍｋé）和安杰利娜·埃米
莉·格里姆克（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Ｅｍｉｌｙ　Ｇｒｉｍｋé），是女性废奴演说者的代表与典范。考察她们发表废奴公共
演说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女性废奴社团在推动女性发表公共演说中发挥的作用和女性
发表公共演说面临的阻碍。

格里姆克姐妹后来常常把１８３５年３月３日在费城一座教堂中聆听英国废奴主义者乔治·汤普
森（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的演说，视为她们参与反奴隶制事业的开端③。可以说，她们的废奴生涯从一
开始便与公共演说联系在一起。１８３５年年初，安杰利娜加入“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同时也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女性附属奴隶解放协会”（Ｇｌａｓｇｏｗ　Ｌａｄｉｅｓ’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通讯成员；与此同时，姐妹俩都是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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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强调废奴运动与妇女权利运动因果联系的研究，参见艾拉·Ｖ．布朗：“女性主义的摇篮：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１８３３—

１８４０）”（Ｉｒａ　Ｖ．Ｂｒｏｗｎ，“Ｃｒａｄｌｅ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Ｔｈ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８３３—１８４０”），《宾夕法尼亚历史
和传记杂志》（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第１０２卷第２期（１９７８年４月），第１４３～１６６页；德布拉·
戈尔德·汉森：《紧张的姐妹情谊：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性别和阶层》（Ｄｅｂｒａ　Ｇｏｌｄ　Ｈａｎｓｅ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ｉｓｔｅｒｈｏｏｄ：Ｇｅｎ－
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洛丽·Ｄ．金兹伯格：
《美国内战前改革运动中的女性》（Ｌｏｒｉ　Ｄ．Ｇｉｎｚｂｅｒｇ，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Ａｎｔｅｂｅｌ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惠灵：哈伦·戴维森公司２０００年版；凯
瑟琳·基什·斯克拉：《妇女权利运动产生于反奴隶制运动（１８３０—１８７０）：简史与文献》（Ｋａｔｈｒｙｎ　Ｋｉｓｈ　Ｓｋｌａｒ，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波士顿：帕尔格雷夫麦
克米伦２０００年版；凯瑟琳·基什·斯克拉、詹姆斯·布鲁尔·斯图尔特编：《奴隶解放时代的妇女权利运动和跨大西洋的反
奴隶制运动》（Ｋａｔｈｒｙｎ　Ｋｉｓｈ　Ｓｋｌａｒ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ｅｗｅｒ　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ｄｓ．，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卡萝尔·福克纳：《柳克丽霞·莫特的离经叛道：１９世纪美国的
废奴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Ｃａｒｏｌ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Ｌｕｃｒｅｔｉａ　Ｍｏｔｔ’ｓ　Ｈｅｒｅｓｙ：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挑战这一研究路径的著作，参见朱莉·罗伊·杰弗里：《沉默的废奴大
军：反奴隶制运动中的普通女性》（Ｊｕｌｉｅ　Ｒｏｙ　Ｊｅｆｆｒｅｙ，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ｌｅｎｔ　Ａｒｍｙ　ｏｆ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以上研究都带有社会史的印记。受文化史影响、采用政治
文化路径的研究论著，参见琼·费根·耶林、约翰·Ｃ．范霍恩编：《废奴主义姐妹情谊：美国内战前的女性政治文化》；朱莉·

罗伊·杰弗里：“具有渗透性的边界：女性废奴主义者和分离领域”（Ｊｕｌｉｅ　Ｒｏｙ　Ｊｅｆｆｒｅｙ，“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ｉｓｔ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ｓ”），《早期共和国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第２１卷第１期（２００１年春季），第７９～
９３页；苏珊·曾斯科：《公民身份的标志：请愿、反奴隶制和女性的政治认同》（Ｓｕｓａｎ　Ｚａｅｓｋ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采用性别视角的研究，
参见布鲁斯·多尔西：《改造男性和女性：美国内战前城市中的性别》（Ｂｒｕｃｅ　Ｄｏｒｓｅｙ，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ｂｅｌｌｕｍ　Ｃｉｔｙ），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６～１９４页。
安娜·Ｍ．斯派克：《反奴隶制女性的宗教世界：五位废奴演说者生活中的精神性》（Ａｎｎａ　Ｍ．Ｓｐｅｉｃｈｅｒ，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Ｗｏｍｅｎ：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ｉｓｔ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ｓ），纽约：雪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凯瑟
琳·基什·斯克拉：《“我心中的宝座”：１８２８—１８３８年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发起女性权利运动中的宗教、演讲术和跨大西洋
共同体》（Ｋａｔｈｒｙｎ　Ｋｉｓｈ　Ｓｋｌａｒ，“‘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　ｏｆ　Ｍｙ　Ｈｅａｒ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Ｇｒｉｍｋé’ｓ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１８２８—１８３８”），凯瑟琳·基什·斯克拉、詹姆斯·布鲁尔·斯图尔特编：《奴隶解放
时代的妇女权利运动和跨大西洋的反奴隶制运动》，第２１１～２４１页。

格尔达·勒纳：《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格里姆克姐妹：妇女权利运动和废奴运动的先驱》（Ｇｅｒｄａ　Ｌｅｒｎｅｒ，Ｔｈｅ　ＧｒｉｍｋéＳｉｓ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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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①。她们的公共演说事业推动了美国东北部各地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创建，她们也得到这些女
性废奴社团的帮助和鼓励。

１８３６年１２月，格里姆克姐妹在纽约首次尝试向公众发表演说。一位浸礼会牧师提议，姐妹俩使
用他的会议室举办一场集会。“纽约女性反奴隶制协会”（Ｌａｄｉ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Ｓｏｃｉ－
ｅｔｙ）也打算以这场演说开启她们的季度会议。但是，在演说公告发布后，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却十分
担忧。她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坦陈道：“我们对这场会议几乎感到绝望，因为我们知道这儿有些人非常
担心，如果我们向我们的姐妹发表演说，这将被称为贵格派讲道；并且，这里的人们抱有根深蒂固的偏
见，反对女性在公共生活中发言，一旦他们持有那样的观点，我们宝贵的事业将受到损害。”她们的朋
友、纽约慈善家、废奴主义者格里特·史密斯（Ｇｅｒｒｉｔ　Ｓｍｉｔｈ）则担心，她们的举动会被视为“范妮·赖
特（Ｆａｎｎｙ　Ｗｒｉｇｈｔ）②集会”，因而建议她们只在客厅里发表演说。最终，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面对３００
名女性听众发表了４０分钟演说，之后姐妹俩一起给听众朗读一些文献和书信，并回答了几个提问③。
姐妹俩对第一次公开演说的经历有着不同的感受与体会：安杰利娜感到既痛苦又欣喜，但更多的是为
自己能够像男性一样外出、演说而兴奋不已；萨拉则表示自己还未适应这项工作④。随后不久，她们
便前往新泽西州的布卢姆菲尔德（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和纽瓦克（Ｎｅｗａｒｋ）发表演说，并与当地女性交谈，见证
她们成立起女性反奴隶制协会⑤。

事实证明，格里姆克姐妹特别是妹妹安杰利娜在公共演说方面颇有天赋才能，加上她们南部奴隶
主的身份，她们的演说注定不会只限于女性听众。自１８３７年６月到１８３８年４月，姐妹俩在新英格兰
地区开展巡回演说。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率先邀请她们发表演说，在演说结束后成功吸引了３５
名女性加入协会。为此，该协会称赞姐妹俩是奴隶制“雄辩的无可怀疑的见证人”，向所有新英格兰女
性反奴隶制协会发出呼吁，推介格里姆克姐妹的同时，恳请这些协会为两位女性的活动提供方便与协
助⑥。在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呼吁下，安多弗（Ａｎｄｏｖｅｒ）、波塔基特（Ｐａｗｔｕｃｋｅｔ）等其他地方的
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纷纷邀请格里姆克姐妹前去演说，并给予她们热忱欢迎⑦。

在为期１０个月的时间里，姐妹俩不断挑战自我与传统，成就了一番对女性而言前所未有的公共
演说事业。她们的演说大多以奴隶制和废奴为主题。她们作为南部人尤其是奴隶主的身份，帮助她
们吸引北部人的关注、取得听众的信任。姐妹俩的演说会场每次都是人满为患，听众人数从七十多人
到一千五百多人不等；听众涵盖社会各个群体：从成年人到儿童，从女性到男性，从普通民众到一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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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１８３７年６月２１日在林恩（Ｌｙｎｎ）反奴隶制协会的周年活动上，姐妹俩首次面对大批男性听众
发表演说。当时现场约有１０００位听众，其中近乎一半是男性。１８３８年２月，安杰利娜在马萨诸塞州
众议院，坦然自若、滔滔不绝地面对立法委员会发表了两场精彩的演说。至此，她们已经能够自信地
面对听众，连续不断地讲上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截至１８３７年１０月，姐妹俩已在波士顿、布鲁克莱恩
（Ｂｒｏｏｋｌｉｎｅ）、林恩、塞勒姆（Ｓａｌｅｍ）、纽伯里波特（Ｎｅｗｂｕｒｙｐｏｒｔ）、南丹弗斯（Ｓｏｕｔｈ　Ｄａｎｖｅｒｓ）、布拉德
福德（Ｂｒａｄｆｏｒｄ）、黑弗里尔（Ｈａｖｅｒｈｉｌｌ）、安多弗、洛厄尔（Ｌｏｗｅｌｌ）、伍斯特（Ｗｏｒｃｅｓｔｅｒ）等５２个城镇发
表过演说，有些地方还不止一场。不过，她们所到之处并非都是掌声与鼓励，也遇到过挫折与反对：有
些牧师不愿出借教堂甚至不愿发布演说通知，有些地方则支持奴隶制或主张黑人殖民①。

格里姆克姐妹以她们的滔滔雄辩和得体举止，更重要的是她们奴隶主的出身，赢得了赞美，也招
致了批评。废奴主义者赞赏姐妹俩发挥了她们的价值，宣称“无论她们去到哪里，她们都能唤起人们
对不幸的奴隶的深切而强烈的兴趣”②。另一篇报道则评论道：“高贵的仪态真诚自然、姿势和举止得
体、安排巧妙、论证明确、吐字发音优美悦耳，简直无可挑剔。这是我们听过最为完美无缺、值得赞赏
的表演了。”③在他们看来，格里姆克姐妹是南部奴隶制的亲历者，是体面的南部仕女，她们以自身经
历为基础的演说，既传播了有关奴隶制与奴隶境遇的真实信息，也极易唤起北部人的同情。废奴主义
者关注的是她们与奴隶制的密切联系及其对废奴事业的意义，而不是她们的女性身份。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的牧师等反对者强调格里姆克姐妹身为女性，应当遵从女性的行为规范。他
们捍卫已有性别秩序，反对废奴主义，其动机是复杂多元的。１８３７年６月２７日，就在格里姆克姐妹
刚刚开启她们在新英格兰的演说之旅不久，“马萨诸塞公理会牧师联合会”（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发表一封公开信，严厉谴责她们的行为。之后，一些牧师也
在自己的布道中响应这封公开信的观点，反对格里姆克姐妹发表公开演说④。这封“牧师信”强调牧
师的权威，以《新约》为依据阐述女性的职责，指出女性的影响力来自她的依附地位。据此，该信谴责
格里姆克姐妹“以公共演说者和教师的身份巡回传教而忘乎所以”“在改革措施中承担了扎眼和招摇
的角色”⑤。

此后，报纸上经常出现类似的观点，即以女性行为规范为着眼点，批评女性发表以废奴为主题的
公共演说，进而反对北部的废奴事业。有报纸撰文宣称，奴隶制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女性应当关注
的问题。女性应该专注于“缝纫、编织、弹钢琴、做馅饼、养儿育女”。像格里姆克姐妹这样向男女听众
发表公共演说的行为，是篡夺男性的职权。只有两性各司其职，社会才能正常运转⑥。还有报道指
出，观众人数众多只是因为人们对来自南部州的女性发表演说感到好奇，而非真心想要理解废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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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成立，标志黑人殖民成为全国性的改革运动。该协会在非洲建立了利比里亚（Ｌｉｂｅｒｉａ）殖民地。
“格里姆克小姐们的工作”，《解放者》，１８３７—０７—０７，第７卷第２８期，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女人们！”（“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解放者》，１８３７—０９—０１，第７卷第３６期，第１４２页。

国内学者曾将新英格兰牧师与格里姆克姐妹的这场争论置于美国女权运动发展的脉络中加以分析（张聚国：《１９世纪３０年
代末美国有关女权的争论》，《世界历史》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６２～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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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制造的阻碍》，第４５～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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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此外，作者还质疑女性公共演说的适当性，认为此举已经越界，有违女性的温柔和得体①。更有
报纸讽刺她们雄辩的演说终将事与愿违：“比起解放奴隶，她将使更多人沦为奴隶。”②批评的声音既
来自反对废奴的人，也来自废奴主义者群体内部。有人质疑女性发表公共演说的合理性，有人反对女
性面向男女混合观众发表公共演说的适当性。可见，反对者的动机与观点难以一概而论。

在当时公众心目中，范妮·赖特代表了所有公开发表演说的女性。出生于苏格兰的赖特是“美国
首位就世俗和政治议题向大量男女听众发表公开演说的女性”③。１８３６年，凯瑟琳·Ｅ．比彻（Ｃａｔｈａｒ－
ｉｎｅ　Ｅ．Ｂｅｅｃｈｅｒ）出版了她与友人探讨宗教问题的书信，其中包含一段对赖特的评论，反映出当时美国
公众对赖特的看法。比彻按照她自己对女性气质的定义，认为赖特“非常男性化，嗓门大，打扮毫无品
味，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四处走动，觉得没有必要接受保护，和男性一起参与唇枪舌剑的辩论，厚颜无
耻地向公众发表演说”；并表示自己“无法想象还有其他女性比她还要无礼、还要令人厌恶”④。这段
评论被一家报纸特意摘录并刊登出来⑤，说明有人认可比彻对赖特的负面评价。因此，身为美国首位
就政治话题发表公共演说的女性，赖特代表的是一种负面形象。

如前文所述，格里姆克姐妹首次发表公共演说时，她们的朋友格里特·史密斯就担心人们把这当
作“范妮·赖特集会”。１８３７年８月２０日，安杰利娜写信给废奴主义者朋友，抱怨人们将自己与范
妮·赖特相提并论：“要是我们敢于挺身而出，按照我们自己的良知履行自己的责任，为什么要把我们
和范妮·赖特相比。”她认为，这是牧师群体反对她们发表公共演说而进行的“处心积虑的阴谋”⑥。
纽约《黎明先驱报》刊登了格里姆克姐妹即将抵达并发表演说的通知，特别指出她们与范妮·赖特之
间的不同：“这些女士的一些观点与范妮·赖特相同，但她们富有诗意、极为虔诚，这是范妮假装不了
的。此外，我们还获悉，她们相当漂亮，外貌和行动都引人注目，举止端庄娴雅。”⑦这一支持性言论意
图通过强调格里姆克姐妹不失女性行为规范的女性气质，去除人们因为赖特而产生的对女性公共演
说者的刻板印象。赖特开创了女性就政治问题公开发表演说的先河，步其后尘的美国女性却极力想
要撇清与她的联系，来巩固她们公共演说的权利。这一悖论恰恰说明当时女性发表公共演说的艰难
与不易。

二　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与女性公共演说引发的分歧

１８３７年８月１８日，《解放者》报转载《奴隶解放者》报（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ｏｒ）上的一篇文章，与公众探讨
格里姆克姐妹向男女听众发表公共演说的行为是否得体。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要求发布“牧师信”的
马萨诸塞牧师进一步解释“适当的举措”的含义：“如果她们必须远离神圣的讲道坛，那么在格里姆克
小姐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她们在私人客厅向男士发表演说适当吗？在公共马车、蒸汽船上适当吗？在
租用的礼堂呢？在地区学校的教室呢？”⑧随后不到一年，１８３８年５月１６日晚上，第二届美国女性反
奴隶制会议（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部分与会者与费城民众以自己的态度与
行为，代替新英格兰牧师作出了回答：即便在租用的礼堂，女性同样不应面向男女混合听众发表公共
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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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跨地域的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是女性废奴社团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女性慈善与改革社团
的重要特征，是女性废奴社团创造的“改革的新方法”①。内战前，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三地女性反
奴隶制协会的主导下，美国各地女性反奴隶制协会通力协作，先后在纽约（１８３７年５月９—１２日）和
费城（１８３８年５月１５—１８日、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３日）举办了三届全国范围的女性反奴隶制会议。各个
女性反奴隶制协会自行推选代表，自费前往集会地点。代表们在会议上提案、表决、自由讨论、交流，
并在会议结束后，通过报刊和小册子向社会公众发布会议成果，传播立即废奴的观点。美国女性反奴
隶制会议的召开，为女性废奴主义者提供了在家庭之外就奴隶制问题畅所欲言的机会。

在与会代表看来，集会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废奴事业、让女性有机会发声。１８３７年５月，在首届美
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上，萨拉·Ｍ．格里姆克这样阐释召集会议的目标：“为了使女性对反奴隶制问题
感兴趣，为了在自由州的每一个村镇建立能对废除美国奴隶制产生有力影响的运作体系。”②费城女
性反奴隶制协会在年度报告中更为详尽地解释道：“为不同的协会提供机会，一起商议活动方式、制定
联合行动的方案；同时，那些为天底下的压迫而感到愤怒的美国女性，也能有机会代表她们遭受奴役
的兄弟姐妹、代表永恒的公正原则，一起高声抗议和恳求。”③然而，与会者就女性应该如何发声未能
达成共识。

从一开始，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就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批评，批评者的着眼点在于女性的家庭职
责。１８３７年５月１８日，《纽约观察者》报发表文章讽刺上周刚刚在当地举办的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
议及其代表，开篇引用１６７５年英国下议院议长的问话：“这些女士效力于哪个自治市镇？”作者称这场
会议是“亚马逊女战士的闹剧”，“主持的女神【我们还能用其他什么词？———那里没有主席———女主
席（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ｓｓｅｓ）和副女主席（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ｓｓｅｓ）又过于冗长，不便发出悦耳的声音】———家庭女
教师———【是的，这就对了】———这些家庭女教师努力想要模仿男性公共集会的程序”④。作者居高临
下地嘲讽这些会议代表：“老姑娘把纺纱杆扔到一旁，妙龄女子把她的六弦琴扔到一旁，主妇把她的织
补针扔到一旁，讨人喜欢的小说家把她的羽毛笔扔到一旁，年轻的母亲把婴儿独自留在摇篮中，厨房
女仆把她的锅碗瓢盆扔到一旁，来讨论国家大事，决定国际政治的复杂问题，用精确的重量体系来权
衡均势”⑤。对作者来说，当女性在公共礼堂自由讨论奴隶制问题时，她们便抛却了自己的家庭职责。

１８３８年费城集会期间，公众的态度变得更加明朗，而与会者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根据１８３８年波
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年度报告，５月１６日晚上，宾夕法尼亚礼堂举办了一场集会，玛丽亚·韦斯
顿·查普曼（Ｍａｒｉａ　Ｗｅｓｔｏｎ　Ｃｈａｐｍａｎ）、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阿比·凯利（Ａｂｂｙ　Ｋｅｌｌｅｙ）、埃丝特·
穆尔（Ｅｓｔｈｅｒ　Ｍｏｏｒｅ）、柳克丽霞·科芬·莫特（Ｌｕｃｒｅｔｉａ　Ｃｏｆｆｉｎ　Ｍｏｔｔ）等人都作了发言⑥。然而，同年
出版的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的会议记录，并无任何关于这场集会的说明。会议记录显示，５月１６
日当天，会议议程仅涉及上午的安排⑦。同样，派遣众多代表出席会议的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在
年度报告中谈论１８３８年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时，也没有提到１６日晚上的这场集会⑧。其间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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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该如何解释？是无意的疏漏，还是有意的选择？宾夕法尼亚礼堂协会出版的小册子《宾夕法尼亚礼
堂的历史》，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原委。５月１６日白天，有人向该协会理事提出申请，想要在晚上使
用礼堂，举办一场公共集会，届时安杰利娜·格里姆克与玛丽亚·韦斯顿·查普曼等人将发表演说。

当时，协会了解到这场会议属于正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的一部分。不过，后来他们才
得知，由于很多与会者不同意女性向男女混合听众发表演说，晚上的这场会议并不是以美国女性反奴
隶制会议的名义召集的①。因此，正式出版的会议记录中对这场集会只字不提，这种处理方式可以看
作是对与会代表意见分歧的妥协。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在其年度报告中的沉默，表明该协会总体
上也反对女性向男女混合听众发表演说。

不仅部分与会女性废奴主义者反对女性发表公共演说，在整个集会期间，费城公众制造的骚乱也
表明了公众意见的方向。会议期间，会场外的人群不停地用石头砸礼堂的窗户，会场里也有捣乱者反
复恐吓听众。第一位演说者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ｌｏｙｄ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当他讲完落座后，

会场内的捣乱者想要掀起混乱。这时，来自波士顿的玛丽亚·韦斯顿·查普曼起身，向听众挥手，示
意他们安静下来，并介绍下一位演说者，也就是当时已经与废奴主义者西奥多·韦尔德（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ｅｌｄ）结为连理的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韦尔德。尽管会场被暴民包围，伴随着呼喊声和不时砸进
来的石头，安杰利娜沉着冷静又不失雄辩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反复质问“北部与奴隶制有什么关
系？”“北部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她呼吁费城和全国的女性采取行动，投身请愿活动。在
她之后，马萨诸塞州林恩县的阿比·凯利和费城的柳克丽霞·科芬·莫特都发表了讲话。莫特特别
谈到，目前的状况并非一些人所想象的女性反奴隶制会议。她们的会议之所以限制在女性群体中，是
因为很多与会代表认为女性向男女混合听众发表演说有失体统。对此，她表示，“希望这种有关女性
温柔得体的错误观点在美国这个开明的国家不再流行”②。公众的愤怒并未因这场集会的结束而消
散。第二天（１７日），美国女性反奴隶制协会整个白天都在使用宾夕法尼亚礼堂开会。大量民众聚集
在建筑物周围，高喊“终止会议”。下午集会时，会场外的喧嚣甚至盖过了演说者的声音。人们向离开
会场的与会代表扔了“石头、泥巴、土豆、洋葱等任何随手拿到的东西”。当天晚上，民众放火烧毁了这
座礼堂③。

当然，女性向男女混合听众发表演说并非导致费城民众暴乱的唯一因素，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
接受黑人女性代表这一事实也是促成暴乱的原因之一。此外，在美国女性废奴主义者发表公共演说
的场合，黑人男性、女性与白人男性、女性夹杂在一起，同样触动了费城白人民众的神经。１８３９年召
集会议前夕，费城市长曾登门拜访柳克丽霞·科芬·莫特，询问会议召集的地点、是否只有女性出席、

是否有黑人女性参与、是否只在白天进行、会议要举办多久等问题。为了避免暴乱再次发生，市长建
议莫特，在白天他安排人看守的地点集会，并尽早结束会议；而且，应避免与黑人并肩行走④。费城市
长关切询问的种种细节，实际上就反映出引起民众暴乱的多种因素。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幅题为
“废奴礼堂”的讽刺画，将１８３８年第二届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期间的宾夕法尼亚礼堂描绘成“种族
混合的妓院”⑤。因此，这就变成了一个性别与种族相互交织的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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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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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宾夕法尼亚礼堂协会：《宾夕法尼亚礼堂的历史：被暴民毁于１８３８年５月１７日》（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Ｈａｌ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Ｈａｌｌ，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ｂｙ　ａ　Ｍｏｂ，ｏｎ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ｏｆ　Ｍａｙ，１８３８），费城：梅里休和冈恩１８３８年版，第１１７页。
宾夕法尼亚礼堂协会：《宾夕法尼亚礼堂的历史：被暴民毁于１８３８年５月１７日》，第１１７～１２７页。安杰利娜·韦尔德的这篇
演说还被收录在格尔达·勒纳：《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格里姆克姐妹：妇女权利运动和废奴运动的先驱》，第２７０～２７４页；拉
里·切普莱尔编：《萨拉·格里姆克和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公开活动时期：作品选编（１８３５—１８３９）》，第３１８～３２３页；凯瑟
琳·基什·斯克拉：《妇女权利运动产生于反奴隶制运动（１８３０—１８７０）：简史与文献》，第１５３～１５６页。
《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第五次年度报告》，第１２～１５页。正体文字原文为斜体。

美国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会议记录：１８３９年５月１日、２日、３日在费城举办》（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Ｈｅｌｄ　ｉ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Ｍａｙ　１ｓｔ，２［ｎ］ｄ　ａｎｄ　３［ｒ］ｄ，１８３９），费城：梅里休和汤普森１８３９年版，第６页。
菲利普·洛普尚斯基：“生动的不和：主张废奴和反对废奴的图像”（Ｐｈｉｌｌｉｐ　Ｌａｐｓａｎｓｋｙ，“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Ａｎ－
ｔｉ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ｉｓｔ　Ｉｍａｇｅｓ”），琼·费根·耶林、约翰·Ｃ．范霍恩编：《废奴主义姐妹情谊：美国内战前的女性政治文化》，第２２６页。



１８３５年４月１１日下午，受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邀请，英国废奴主义者乔治·汤普森发表
演说，听众多达千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信心满满地写道：“对我来说，这场集会证明了奴隶制即将终
结。一个城市中一千名女性在家庭之外聚集起来，一起聆听一个使人激动不安、不得人心的问题的讨
论！就让参议员轻视反奴隶制事业，让密谋的政治家忙着树立和推倒偶像，让牧师沉默不语；就让奴
隶主胡说八道；我看到这个国家的女性行动起来了，对此我坚信不疑。”①如果单单是美国女性集会聆
听废奴演说，就让汤普森对废奴事业信心满怀，那么美国女性废奴主义者却另有打算，她们不满足于
听众的角色，想要自己集会、发声。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既为美国女性提供了自由讨论的空间，也
进一步暴露了社会公众（包括女性废奴主义者）在女性公共演说问题上的分歧。尽管面临重重阻力，
一旦成为公共演说者，美国女性便不愿意放弃这一身份了。

三　性别视野下的女性公共演说及其意义

公共演说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古代希腊、罗马，其强烈的政治性质导致这种表达方式带有明显的性
别界限。相较于女性在新兴印刷文化中的活跃表现②，女性发表公共演说面临更广泛、更强劲的阻
碍。为了争取并维护公共演说的权利，美国女性付出了很多努力。女性废奴社团在这一过程起到不
容忽视的作用，为女性废奴主义者提供了公共演说的机会与支持，推动了废奴事业的发展，拓宽了女
性公共参与的维度。

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发表公共演说的自由。一方面，美国早期女性布
道的宗教传统为之后女性改革者发表公共演说奠定了基础。根据美国学者迈克尔·Ｗ．凯西的研究，
当１９世纪初第一批女性世俗演说者开始出现的时候，女性演说已经积累了２００年的传统。女性布道
者以四种方式构筑起这一传统：第一，以先知的身份确立自己的权威；第二，依据《圣经》来捍卫自己演
说的权利；第三，抨击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打压；第四，帮助建立地方布道，强调口头表达。凯西指出，
这些女性布道者开创的传统为１９世纪初期的女性公共演说者提供了策略资源③。但在殖民地时期，
这些为数不多的女性布道者常常面临骚扰和惩罚④；时人认为，这些女性“越界”了，威胁到家庭和社
会的秩序与安宁⑤。

另一方面，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一些精英家庭出身的女孩能够得到演说方面的教育和训练。无
论是公立学校，还是专门的女子学园，都为女学生开设了传授演说技巧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与男
性接受的教育几乎是一样的。女学生能够在学校展示或毕业典礼上致辞，施展习得的演说技能，向家
长和公众展现她们教育上的进步⑥。１８世纪８０年代至１９世纪初，一些由女学生撰写和发表的优秀
演说，还刊登在书籍、杂志和报纸上，从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⑦。教育者虽然为部分女性提供演说技
巧的训练，但又对此施加重重束缚。父母和教科书编辑常常告诫男孩尤其是女孩，不受控制的演说是
有害的；教科书有时会给女性演说划定界限，警告女性读者，追求掌声会危及女性气质⑧。因此，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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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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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女性附属奴隶解放协会：《三年来英国和美国的女性反奴隶制活动》，第１７页。

关于这一时期女性与印刷文化的研究，参见贝瑟 莫妮卡·斯特恩斯：“改革期刊与女性改革者（１８３０—１８６０）”（Ｂｅｒｔｈａ－Ｍｏｎｉ－
ｃａ　Ｓｔｅａｒｎｓ，“Ｒｅ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ｓ，１８３０—１８６０”），《美国历史评论》（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第３７卷第４期（１９３２年７月），第６７８～６９９页；埃米·贝丝·阿伦森：《自作主张：美国早期女性杂志及其读者》（Ａｍｙ　Ｂｅｔｈ
Ａｒｏｎｓ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Ｅａｒ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ａｄｅｒｓ），韦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版；张晓梅：《美国建国初期妇女在印刷文化中的参与及其意义》，《史学集刊》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２１～１２８页。

迈克尔·Ｗ．凯西：“美国第一批女性公共演说家（１６３０—１８４０）：追寻平等主义基督教原始主义”（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Ｃａｓｅｙ，“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６３０—１８４０）：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ｉｓｍ”），《交流与宗教杂
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第２３卷第１期（２０００年３月），第２、２３页。
罗斯玛丽·扎加里：《革命的反冲：美国建国初期的女性和政治》（Ｒｏｓｅｍａｒｉｅ　Ｚａｇａｒｒｉ，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２页。
简·凯梅斯基：《控制舌头：新英格兰早期的说话政治》（Ｊａｎｅ　Ｋａｍｅｎｓｋｙ，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７１～９８页。

⑦⑧　卡罗琳·伊斯门：《演说者的国度：美国革命后美国公众的塑造》（Ｃａｒｏｌｙｎ　Ｅａｓｔｍａ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ｉｆｉｅｒｓ：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１１，５４，５６、７１～７２页。



世纪最初十年，当有关女性公共角色的话语发生改变、社会强调女性言语应谦卑时，出版女学生毕业
典礼演说的做法逐渐消失；女学生也很少在学校展示演出和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即使公立学校和
女子学园继续开设演说与修辞方面的课程，但是女学生只能够在文学社团、辩论俱乐部等学校内部的
团体活动上运用这一技能①。与此同时，在女子学园之外，有些地方也允许普通女性在独立日庆典上
发表公共演说。在这样的场合，发言的女性通常以美国独立为主题，有时也会就女性的爱国权利、角
色和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②。由此可见，美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习俗并非自始便反对女性发表公共演
说；在划定的界限内，社会公众和教育者也曾支持女性公开演说。

尽管女性公共演说具有宗教传统，社会习俗也有限度地鼓励女性公开演说，然而，公共演说的悠
久历史与政治性质都蕴含了排斥女性的因素。美国建国初期的公共演说受到古典修辞理论与实践的
深刻影响。古典修辞学者提出了三种演说类型：说明性质、协商性质和法庭性质。说明性演说，即公
共庆典上的演说，“旨在庆贺特殊场合，以赞扬或谴责的演说来重申公共价值，建立和推进对公共人物
的集体记忆”；协商性演说，即政治会议上的演说，演说者通过辩论“决定国家政策的重大问题，帮助建
立国家个性”；法庭演说则涉及“以起诉或辩护演说来处理公正和不公正的事务”。这三种类型也体现
了美国早期演说的状况③。这些演说发生的空间分别是公共场合、立法机构和法庭。根据当时的性
别规范，这些空间理论上排斥女性。

公共演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也是女性发表公共演说遭到批评的重要因素。美国革命以前，唯
一面向公众的世俗演说仅有法庭上的法律辩论④。革命期间，演说成为主要的政治手段，是最具影响
力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⑤。革命领袖打破演说的传统模式，尝试向公众发表演说⑥。激情澎湃的公共
演说能够激发公众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们支持北美的独立事业。建国后，公共演说依旧在政治生活中
发挥重要作用。１８０５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哈佛大学首位博伊尔斯顿修辞和讲演讲席教授。
他在就职演说中侃侃而谈演说对于公民与共和国的重要意义：“在纯粹的共和政府之下，每个公民都
对国家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公共集会或其他场合，有办法和机会表达他的观点，以演说的方式传
递他的看法；政府本身除了劝说之外没有其他武器；偏见还未占据主流地位，党派斗争仍维持和睦的
氛围；雄辩的声音发出之后不会毫无结果。”⑦他相信，演说是公民就公共事务表达自己观点、塑造公
众意见的渠道，与政治民主密切相关。

考虑到公共演说的性别界限，女性想要就政治议题发表公共演说，显然比参与正在兴起的印刷文
化困难得多。白人男性深知，谁能在公共场合发声，谁就更有可能掌握影响他人与公共政策的权力。
为了维护这项特权，白人男性不仅严格控制女性发表公共演说，还限制印第安人、黑人发表公共演
说⑧。因此，社会公众即便能够接受女性以作者的身份撰写、发表文章，却难以容忍女性以演说者的
身份公开发表演说。这种态度与看法清楚地体现在凯瑟琳·Ｅ．比彻批判范妮·赖特的言论中。比彻
本人是一位著作颇丰、名声在外的作家，撰写并出版了若干小册子，公开探讨奴隶制、宗教、女性角色
等政治与社会问题。但是，她仍然强烈谴责赖特抛头露面发表公共演说，认为女性应当“避免哗众取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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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和公众的注视”①。在她看来，写作与发表符合女性气质，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的公共演说则完全

有悖顺从、谦卑的女性气质。她的看法体现出女性群体内部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也部分表露出社会

公众对待女性公共演说的矛盾心态。问题的关键实际上不在于构成女性气质的具体内容，而在于谁

拥有权力定义女性气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饱受争议的女性公共演说正是女性有可能掌握权力、重

新定义女性气质的重要手段。

在奴隶制的衬托下，女性废奴主义者对自由与权利特别是发表演说的权利有着深切的认识与感

知。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在年度报告中把反奴隶制运动视为“自由和奴隶制争取民众倾听的斗

争”。她们指出：“民众有权了解并自行作出判断，而牧师却想要以他们自己的判断作为最终的决

断。”②在这一基础上，她们进而强调，她们有权利让公众知晓她们集会的通知，因为这是“我们自由讨

论权利的一部分”③。数年后，该协会在年度报告中宣称，废奴主义者能够借助自由演说传达她们的

“诚挚认真与全心全意”：“那些无视我们观点力量的人，必须感受我们的热情；每个人心中都承认，受

到好事情的影响本身就是好事情。”④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在首届美国女性反奴隶制会议上提出决

议，主张女性有责任投身废奴事业，有权利采用演说、写作、捐款等各种方式来支持废奴运动。这一主

张得到莫特的附议，经过激烈争论后最终被会议采纳⑤。

基于这种认识，公共演说成为各个女性废奴社团日常开展的重要活动之一。这些社团不仅邀请

男性废奴主义者为社团成员发表演说，雇用男性作为废奴代理人，组织反奴隶制讲座，还委托女性担

任公共演说者甚至代理人。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就曾以１０００美元雇用阿莫斯·Ａ．费尔普斯

（Ａｍｏｓ　Ａ．Ｐｈｅｌｐｓ）作为废奴代理人，在波士顿周边发表巡回演说。费尔普斯是正统派公理会牧师，他

的妻子夏洛特·费尔普斯（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ｈｅｌｐｓ）正是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首任主席和终身成

员⑥。除了邀请知名废奴主义者演说、雇用代理人之外，举办讲座也是女性废奴社团运用公共演说的

重要方式。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借助举办讲座，来提高成员对废奴事业的兴趣、吸引新成员⑦。波

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也在１８４２年的年会上通过决议，以奴隶制的各个方面为主题，举办１２场系列

讲座⑧。

最重要的是，女性废奴社团为女性公共演说者提供了机会与支持。除了前文提及的赖特，在格里

姆克姐妹之前，自由黑人女性玛丽亚·斯图尔特（Ｍａｒｉａ　Ｓｔｅｗａｒｔ）被称为首位面向公众发表公共演说

的美国女性。１８３２—１８３３年，斯图尔特在波士顿发表了４场公共演说，从宗教立场主张种族和性别

平等。由于没能在黑人和白人群体中得到支持，斯图尔特在１８３３年年末失望地离开波士顿，移居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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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此后很少发表公开演说①。赖特和斯图尔特公共演说生涯的坎坷，凸显了女性废奴社团对女性公
共演说者的重要意义。如前所述，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最早邀请格里姆克姐妹发表演说，同时也
致信新英格兰各地女性反奴隶制协会，恳请她们尽力帮助格里姆克姐妹在当地举办演说。在新英格
兰牧师发布“牧师信”后，协会成员更是公开声援格里姆克姐妹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说：‘只要
你们高贵的名字、财产和声誉受到威胁，我乐意把自己的名字、财产和声誉置于同样境地。’”②纽约州
“尤蒂卡女性反奴隶制协会”（Ｕｔｉｃ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还再三向当时已经结婚的安杰利
娜·格里姆克发出邀请，殷切希望她能够前去发表演说：“要是你在奴隶事业的女性同道，再次坚持请
求你同意发表演说，谈论她们对可怜的奴隶的责任，你可别认为她们唐突无礼、不切实际。”③费城女
性反奴隶制协会则在第三次年度报告中颇感自豪地披露，她们的一位成员有幸成为“美国反奴隶制协
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代理人，负责“通过社交圈子、炉边交谈，或者通过更为公开的
教导，致力于让北部女性相信，她们与奴隶制有关，劝说她们即刻采取行动”。不过，协会成员也预感
到，这将是一项备受争议的重任：有人会感到惊讶，不少人更是会公然抨击，因为这种做法“有违女性
的身份”④。

在女性废奴社团支持下的女性公共演说，推动了废奴运动的进展。美国废奴运动研究的翘楚马
尼沙·辛哈如此评价女性在废奴运动中的角色：“女性是废奴运动中担当重任的普通工作者，更引人
争议的是，她们还是领袖和演说者。”⑤公共演说无疑成为女性废奴主义者投身废奴事业的主要方式。
格里姆克姐妹的演说在新英格兰公众中间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女性废奴社团因之成立，很多人从无动
于衷的旁观者转变为废奴事业的支持者，还有一些听众为南部奴隶留下同情的泪水⑥。１９世纪３０年
代末，格里姆克姐妹在安杰利娜结婚生子后退出了公共演说的舞台。但阿比·凯利以其在１８３８年女
性反奴隶制会议上的出色表现，让西奥多·韦尔德印象深刻，被指定为安杰利娜·格里姆克的继任
者⑦。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凯利成为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代理人，１８５４年成为该协会的总代理，并一直工
作到１８６０年。凯利、露西·斯通（Ｌｕｃｙ　Ｓｔｏｎｅ）、苏珊·Ｂ．安东尼（Ｓｕｓａｎ　Ｂ．Ａｎｔｈｏｎｙ）等其他女性废
奴主义者继续以代理人的身份开展公共演说事业，在美国北部大大小小的城镇发表公共演说，传播立
即废奴理念⑧。

在格里姆克姐妹发表公共演说引起轩然大波的时候，有读者致信加里森，支持女性公开发表演
说。该读者在信中写道：“我们的宪法规定：‘国会不应立法损害言论或出版自由。’我们承认女性的出
版自由。那为什么我们剥夺她们的言论自由？”⑨与新兴的印刷文化相比，历史悠久的公共演说承载
了更为深厚的政治与性别内涵。因此，尽管女性有着宗教布道的传统与学校教育的训练，她们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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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仍然很少能够就世俗事务发表公共演说。得益于女性废奴社团提供的空间和机会，女性能够
以公共演说者甚至专业代理人的身份发表公共演说，用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影响公众意见，推动废奴事
业的发展，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

女性废奴主义者以公共演说为手段，塑造公众意见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女性的公共角色。女性
废奴社团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波士顿、费城、纽约三地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带领下，女
性废奴社团不仅促成格里姆克姐妹巡回演说取得成功，还突破地域界限组织全国范围的女性反奴隶
制会议。女性废奴社团鼓励与支持下的女性废奴演说，动摇了公共演说的性别界限。到１９世纪５０
年代，公共演说也成为女性禁酒改革者的重要手段。美国内战前，女性公共演说已经不再是“太阳底
下的新鲜事”。从现身到发声，从书面表达到口头表达，女性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程度都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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